
中国人参和韩国高丽参“同宗同源”，但在过去二十年中，韩国

高丽参长期保持高价位， 中国人参价格却持续低迷甚至不时卖出

“萝卜价”，其重要原因便是中国人参附加值不高。而参照韩国经验，

要提高人参附加值，既要加强下游产业链延伸，也要提高上游人参

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2

年卫生部正式下文批准

5

年及

5

年以下人

工种植的人参（园参）为新资源食品前，以人参为原料的食物甚至是

违法的。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 中国部分人参制品被允许作为食品在

市场上销售，但

2002

年卫生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

料管理的通知》，人参被列入《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中，

被局限于保健品食用范围， 凡是以人参为原料的制品不能办理

食品生产许可证， 从此在我国市场上再也找不到以人参为原料

的食品。

政策性限制无疑为人参产业发展套上了“紧箍咒”，也是造成我

国人参价格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人参二次加工开发严重不足使我

国逐渐沦为很多国家的原料基地。据统计，我国人参出口中，

80%

为

原料人参，成为名副其实的“产量大国，产业小国”。

相比而言，韩国总人口

4900

万，每年人参消费量为

2.5

万吨，平

均每人每天消费人参

1.32

克，其人均消费量是我国的

20

倍。 据悉，

韩国人参产品早已形成囊括成百上千个品种的系统体系，包括“红

参系列、干参系列、曲参系列、人参精膏液系列、人参粉系列，等等。

而在人参消费中，人参食品占

90%

以上，在韩国的商店、超市、餐

厅、街面的自动售货机里，有人参饮料、饼干、糖、茶等多种制品出

售。

人参作为新资源食品获批，将有望从政策法规上为我国人参产

业发展提供保证。 据了解，人参在“鲜参—初级品干参—人参提取

液—终端产品”等不同加工环节，利润呈加速增加趋势，人参从初级

品到深加工，价值能达到原来的

10

倍以上。

在巨大市场前景下，很多企业蓄势待发。“在未来，公司人参食品

的收入有望超过中成药的收入。 ”曹恩辉表示。 曹恩辉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 公司四大募集项目有三个已接近完工， 有望在今年释放产

能。

8

月份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加快审批步伐，紫鑫药业已有

4

个产品

通过食品质量认证，公司寄予厚望的人参饮料也正在审批过程中。

但由于国内长期把人参列在药材和保健品之列，食用人参的文

化尚缺。 王德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韩国，几乎每个人每天都

要食用人参，人参食用的文化已经深入到骨髓里。 ”反观中国，虽然

人参食用已有

4000

年历史，但一直作为药材食用。对此，曹恩辉在憧

憬人参食品的广阔前景时也坦承地指出，“人参食品市场的培育仍

需时日。 ”

从吉林人参产业的结构来看，人参食品前景也不容乐观。“企业

小，没有能力发展深加工，企业多，竞争却不激烈，也缺乏发展深加

工的动力。 ”毛学峰说。

在上游，人参质量则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国人参合作社虽

然众多，但合作社质量偏低，人参种植仍然处于无序状态，在过去，

人参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曾长期困扰中国人参产业。 相比之下，

韩国大多数农户都按照订单要求种植高丽参，从整地、种植、管理到

收获，人参公社都不间断地对农户进行监督和技术指导，而从种植

到最终产品成型要经过

5

次以上的农药残留检查，确保人参低农药、

高品质。

王德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中国长白山人参是种在砍伐过的

原始森林的腐殖质层里， 其品质肯定要比种在大田里的高丽参好，

甚至每年韩国都要从中国进口大量人参。 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

国人参出口价格却只有高丽参的十分之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

是中国人参的国际声誉被对手给搞下去了。 ”

王德富据已故人参专家许忠祥介绍，上世纪

70

年代时，发现韩

国商人把中国通过香港进行转口贸易的大箱包装的红参买去，挑出

好的说是高丽人参，剩下不好的说是中国人参，然后买一斤高丽人

参免费送一斤中国人参，“类似的手段极大影响了中国人参的国际

声誉。”同样在这个时期，曾一直领先的中国长白山人参出口价格被

韩国的高丽参超越，到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随着中国人参价格一

落千丈，中国人参被韩国高丽参彻底甩在身后。

除了竞争对手的打压，更多的则是中国人参自身的原因。 王德

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他去韩国考察时发现，韩国人非常“尊重人

参”，“在韩国的人参交易市场上，人参被整齐地摆放在箱子里，一看

就是很值钱的东西。”而在万良人参交易市场上，中国证券报记者注

意到，参农都是用农用三轮车把水参拉来，然后卸到地上，杂乱地堆

放在一起。 当地甚至有一种说法，指出

1989

年下半年人参价格之所

以暴跌是因为国际客户到万良市场上一看，名贵的人参竟然跟杂草

一般堆放在地上，于是不再愿意高价购买。

“不得不承认，在人参的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方面，韩国确实

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做法，”王德富表示，“现在已经不是‘酒香

不怕巷子深’了，好东西要卖出好价钱最怕的就是‘藏在深闺人未

知’”。

韩国企业在政府的扶持下，通过学术活动和广告宣传，向世界

不断传达高丽参的高端形象，还通过在中国举办围棋赛并邀请国际

著名医药专家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人参学术研讨会”等，大力营造

宗主国氛围。 人参甚至成为韩国的“国家象征”。

在品牌建设方面，韩国通过集中打造“正官庄”这一高端品牌，

在世界各地不断开拓市场。 资料显示， 正官庄年产值约

20

多亿美

元，利润约

2

亿美元，

2011

年其对华出口额达到

3600

万美元，在华有

各类专卖店近

50

家，并计划在

2015

年将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增加至

1

亿美元。

与之相比，中国人参品牌众多，仅吉林省就有

30

多个品牌，但却

没有一个能与正官庄抗衡的品牌。 以

2010

年为例，当年正官庄实现

收入

120

亿元人民币， 而中国

5000

家涉及人参的企业的效益总和还

不足正官庄的

1/10

。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吉林省调研时发现，各

人参产地缺乏对人参的一致认同感，抚松、集安、安图、敦化等地甚

至互相贬低其他地区产出的人参。 王德富表示，“与韩国一致宣传

‘高丽参’并主打‘正官庄’这一品牌相比，中国人参无论是自我认同

还是品牌宣传都不统一，内部都不整合，还怎么一致对外？ ”

而令人稍感安慰的是， 吉林省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

性，并开始全力打造“长白山人参”品牌，统一生产标准，从源头上确

保产品质量，力争到

2015

年使“长白山人参”品牌产品占人参产品总

量的

6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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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暴涨难掩竞争弱势

大国小产业 中国人参业亟需“疗伤”

□本报实习记者 任明杰

近期人参价格走高，相关上市公司

炙手可热，潜藏在市场热情背后的却是

多年来人参产业的争夺和较量。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

林。 ” 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占全球人

参产量70%-80%的人参大国， 中国人

参的产值却不到世界的4%， 中国人参

的出口价格与韩国相比更是相差9倍之

巨。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最大人参产地

吉林省从2010年开始， 以限制每年新

增林地面积为切口，掀起了一场“人参

保卫战” ，人参价格连年上涨，出口价

格也是水涨船高，中国人参保卫战初战

告捷。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人

参产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难题，需要在

有序种植、产业整合、附加值提高、市场

推广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继续努力。

参农孙元宝是吉林省抚松县北岗

镇西泉村人，他至今清楚记得，

2010

年

9

月下旬，水参（刚出土的鲜参）价格一下

子涨到了

50-60

元

/

公斤， 比

2009

年翻了

整整一番。 更令孙元宝意想不到的是，

从此之后人参价格的上涨一发而不可

收，至

2011

年，水参价格上涨到

70-80

元

/

公斤， 去年更是一度摸到了

120

元

/

公斤

的历史高位，至今没有任何偃旗息鼓的

迹象。

“今年的水参一公斤怎么也能卖个一

百五六吧！ ”说这话时，孙元宝满面红润。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全国最大的人参

交易集散地吉林省抚松县万良人参市场

上了解到，目前因暴雨而被迫提前上市交

易的“水毁参”价格已经突破了

120

元

/

公

斤，同比上涨

50%

，而这一价格已相当于

去年高峰期水参的价格。

“到

9

月下旬起参后，水参价格肯定更

高，高峰期估计能超过

150

元

/

公斤。 ”万良

人参市场副总经理李晓东告诉记者。

至于人参价格在近几年为什么坐上

了火箭，孙元宝的回答很简单，“参地少了

呗，人参不就少了，人参少了价格不就上

去了。 ”

孙元宝说的“参地少了”是指近年来

吉林省限制了林地种参的审批面积。多年

来长白山人参一直采用伐林种参的耕作

方法，而在

2010

年，吉林省出台了《吉林省

人民政府关于振兴人参产业的意见》，将

每年新批参地面积控制在

1000

公顷。

这一政策的颁布预示着中国人参保

卫战的打响。

长久以来，我国人参产业发展处境尴

尬，产量占全球的

70%-80%

，总产值却不

到世界总产值的

4%

。 以中韩两国为例，

2010

年上半年，中国人参价格尚未大幅上

涨， 我国人参的出口量为韩国高丽参的

6

倍， 但出口额却只有韩国高丽参的

70%

，

韩国高丽参出口价格为中国人参平均价

格的

9

倍。

抚松县人参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德富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韩国高丽参的价格

曾一直落后于中国，但在文革时期慢慢实

现了赶超，到

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高丽参

价格将中国人参价格远远甩在身后。

孙元宝提起了曾令无数参农至今难

以释怀的一段记忆。

1989

年下半年，水参

价格突然暴跌， 成交价最低时不到

20

元

/

公斤，“当时赔得老惨了， 很多老百姓贷

款种参，一下子就可能倾家荡产了！ ”孙

元宝说。

在此之前的

1982

年，孙元宝在包产到

户时分到了几亩参地，高兴地搞起了人参

种植，“那时人参价格还很高，本以为能挣

不少钱。 ”孙元宝说，可很快，他便发现周

边种植人参的越来越多，他有了一种不祥

的预感。

1985

年之后，人参种植面积和产量逐

年递增， 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越来越突

出，到了

1989

年下半年，这一矛盾终于集

中爆发，水参价格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并从此一蹶不振。中国人参价格在低位徘

徊了整整

20

年。

抚松县人参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德富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包产到户前，人

参种植掌握在国有参场手中，种植的计划

性得到很好的遵守，但包产到户后，出现

了盲目发展、无序种植的现象，导致市场

供大于求，人参价格自然应声下降。 计划

经济虽然成为过去式，但种植的计划性还

是应该得到遵循。 ”

吉林省 “每年新批参地面积控制在

1000

公顷”政策的出台，也正是针对人参

盲目发展、无序种植的问题。

近年来， 在国内水参价格逐年上涨

的同时， 中国人参出口价格也是水涨船

高，

2010

年

-2012

年， 我国人参出口价格

从

19880

美元

/

吨猛涨到

56990

美元

/

吨，人

参产业总产值也水涨船高， 以吉林省为

例，三年之间，其人参产业总产值从

102

亿元升至

200

多亿元， 翻了将近一番，而

根据吉林省人参产业战略规划，

2015

年

参业产值将实现

400

亿元，

2020

年实现

1000

亿元。

虽然限制新批林地面积的政策取得

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国内人参价格仍不

时地剧烈波动。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

2011

年水参上市交易时，由于紫鑫药业被曝涉

嫌造假， 参农担心紫鑫药业不来收购，水

参价格一度跌到

76

元

/

公斤， 而在疑虑消

除后，价格又蹿升到

84

元

/

公斤。

长远来看，仅仅从规模上控制林地种

参的做法存在很大局限性，其中很大的变

数便是大田种参技术的日渐成熟和逐步

推广。

与中国长白山人参种植需砍伐原始

森林不同，韩国高丽参是种在大田里的，

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林地种植的限制。

很长时间以来， 中国虽一直在攻关人参

大田种植技术，但收效不甚理想。 不过仍

有部分种植大户和人参企业实现了技术

突破。

吉林省集安市种植大户朱桂林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自己从上世纪

80

年代便

开始钻研人参大田种植技术，并在

2000

年

开始大面积种植，至今已发展大田种植人

参

1000

亩，开始在自己所在的天源隆中药

材合作社进行技术推广。

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很多人参企业

更是加快了人参大田种植的进程。

2007

年起益盛药业就开始了非林地栽参项目

建设，截至目前，公司已建立非林地人参

种植基地

2500

亩，其于

2007

年种下的

150

亩人参也将于今年秋天上市。 紫鑫药业

同样信心满怀， 公司董事长曹恩辉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随着人参价格的提

高， 在人参大田种植达到盈亏平衡点之

后， 公司也将考虑进军人参大田种植，

“不得不说，人参的大田种植已是大势所

趋。 ”曹恩辉表示。

但大田种植同样令人担心的是，如果

大田种植人参能够推广开来，人参产业可

能将再次面临“盲目发展、无序种植”的老

问题、新难题，由于不受林地种植的限制，

调控任务将更加沉重。

“除了从规模上对人参种植面积进行

宏观调控外， 还要从微观上进行结构调

整，加强企业与参农的结合，同时大力发

展人参合作社，提高参农组织化水平。”中

国人民大学农产品价格专家毛学峰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

“虽然中国人参出口价格与韩国人参

出口价格的差距缩小了， 但不得不说，人

参定价权目前仍掌握在韩国手中，” 毛学

峰说，“要掌握人参的定价权，增加市场控

制力，关键是要提高企业竞争力，人参产

业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人参企业之间的

竞争。 ”

在国际市场上，韩国高丽参一直是中

国人参的强劲对手。韩国高丽参不但在价

格上对中国人参价格实现了长期压制，其

出口地区也与中国人参的出口地区高度

重合。 我国人参主要出口到亚洲地区，前

四位出口市场为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

和中国台湾，而韩国人参出口同样以亚洲

市场为主，前四位出口市场分别为中国香

港、中国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在这些市

场上，韩国高丽参以红参等产品牢牢占据

高端市场，中国人参只能通过原料出口在

低端市场上寻找生存空间。

有行业内人士指出， 很长一段时间

内，韩国人参产品的原料

30%

来自长白山

人参，经过加工之后，一部分行销欧美，一

部分则以

10

倍之多的价格返销中国。

而在频频失去国外市场的同时，中

国人参在国内市场上也是步步倒退。 近

年来，韩国高丽参的代表“正官庄”不断

在中国攻城略地，由南及北，加紧布局中

国市场。

1992

年正官庄在香港开设代表处，香

港被作为打开整个中国市场的“切入口”。

2007

年正官庄开始在中国发力， 针对粤、

浙、沪在内的华南和华东市场展开了新一

轮营销攻势。

2010

年，其在北京的首家旗

舰店在三里屯

SOHO

亮相。

与此同时，正官庄开始扎根中国人参

主产区。

2011

年其与吉林省人民政府在长

春市签订《合作战略框架协议》，同时还与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延吉市政府分别

签订《人参事业协议》和《投资协议》。

“狼来了”，中国人参市场却仍旧一盘

散沙，在正官庄的凌厉攻势下，中国人参

企业缺少能站出来与正官庄抗衡者。据统

计， 中国涉及人参的企业多达

5000

多家，

总资产超过正官庄，但效益总和却不及正

官庄的

1/10

。

中国人参产业“小、乱、散”问题突出，

市场秩序混乱，企业间互相压价的行为时

有发生，这成为中国人参“好东西卖不出

好价钱”的重要原因。 王德富在去韩国考

察后发现，在韩国人参市场上，不同地区

的人参价格虽然存在差异，但同一个人参

市场上的人参价格基本统一。

中国人参产业缺乏上下游的整合，在

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国人参企业利润

率的提升和企业竞争力的增强。

而在产业上游，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

查发现， 参农并非像传说般 “赚了大

钱”。 “人参涨价了，成本也涨了，而且比

人参价格涨得还要快。 ”孙元宝告诉记

者， 前年时人参种子一公斤还不到

300

块钱，现在一公斤则要

800

多块，参苗也

从前年的

80

多块钱一公斤涨到了今年

的

300

多块钱一公斤。 参地价格的上涨

更是成了参农不可承受之重，其租赁价

格从前年的

20

多万一公顷涨到了

50

多

万一公顷。

在全国最大人参交易市场万良镇，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想象中摩肩接

踵的街头却是冷冷清清， 绝大多数店铺

甚至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 一家店铺

老板对记者表示，“现在人参价格上涨

了，进货成本也相应提高了，利润率反而

不如从前了。 ”

成本急剧提升成为人参价格大涨的

原因之一，以红参为例，前瞻产业研究院

统计显示，

2010

年以来国内红参价格经历

了加速上扬的过程，

2011

年一度飙至

250

元

/

公斤的历史高位，较

2010

年年初上涨

5

倍。近日康美药业决定从

9

月

1

日起上调旗

下新开河人参产品 （红参品类） 出厂价

35%

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由于整个产业链缺乏上下游整合，

一是无法实现成本的内部化，影响了利润

率提升，二是增加了企业的市场风险。”毛

学峰说，

与之相比，韩国人参种植

50%

以上为

订单种植， 生产企业和农户签订合同，既

确保种植的有序和规范进行，又保证价格

的稳定， 还提高了整个产业链的利润率。

韩国政府同时将可种植人参土地纳入全

国监测，利于统一管理。

在抚松县人参市场上也有少数企业

会与参农签订合同，但记者发现，这种合

同更多的是一种临时的收购合同，而不是

种植合同，从而使这种合作模式存在很大

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为此，

2010

年

7

月吉林省政府颁布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振兴人参产业的

意见》， 要求加快制定出台培育人参龙

头企业实施方案， 用

10

年左右时间，打

造

10

个集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产品

科技含量高，竞争力强，年产值

100

亿元

以上的大型企业集团，全面提高龙头企

业建设水平。 同时大力发展订单生产，

5

年内订单面积要达到

90％

以上。 积极扶

持和培育参业合作经济组织，到

2020

年

参加参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参户要达到

80％

以上。

供需失衡伤农

政府发起人参保卫战

市场腹背受敌

企业难忍“小散乱”局面

消费日益普及

附加值提高亟需引导

零点调查

价格暴涨难掩竞争弱势

大国小产业 中国人参业亟需“疗伤”（主）

本报实习记者 任明杰

近期人参价格走高，相关上市公司炙手可热，潜藏在市场热情背后的却是多年来人参产业的争夺和较量。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 ”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占全球人参产量70%-80%的人参大国，中国人参的产值却不到世界的4%，中国人参的出口价格与韩国相比更是相差9倍之巨。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最大人参产地吉林省从2010年开始，以限制每年新增林地面积为切口，掀起了一场“人参保卫战”，人参价格连年上涨，出

口价格也是水涨船高，中国人参保卫战初战告捷。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人参产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难题，需要在有序种植、产业整合、附加值提高、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继续努力。

供需失衡伤农

政府发起人参保卫战

参农孙元宝是吉林省抚松县北岗镇西泉村人，他至今清楚记得，2010年9月下旬，水参（刚出土的鲜参）价格一下子涨到了50-60元/公斤，比2009年翻了整整一番。更令孙元宝意想不到的是，从此之后人参价格的上涨一发而不可收，至2011年，水参价格上涨到70-80元/公斤，去年更是一度摸到了120元/公斤的历史高位，至今没有任

何偃旗息鼓的迹象。

“今年的水参一公斤怎么也能卖个一百五六吧！ ”说这话时，孙元宝满面红润。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全国最大的人参交易集散地吉林省抚松县万良人参市场上了解到，目前因暴雨而被迫提前上市交易的“水毁参”价格已经突破了120元/公斤，同比上涨50%，而这一价格已相当于去年高峰期水参的价格。

“到9月下旬起参后，水参价格肯定更高，高峰期估计能超过150元/公斤。 ”万良人参市场副总经理李晓东告诉记者。

至于人参价格在近几年为什么坐上了火箭，孙元宝的回答很简单，“参地少了呗，人参不就少了，人参少了价格不就上去了。 ”

孙元宝说的“参地少了”是指近年来吉林省限制了林地种参的审批面积。 多年来长白山人参一直采用伐林种参的耕作方法，而在2010年，吉林省出台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振兴人参产业的意见》，将每年新批参地面积控制在1000公顷。

这一政策的颁布预示着中国人参保卫战的打响。

长久以来，我国人参产业发展处境尴尬，产量占全球的70%-80%，总产值却不到世界总产值的4%。 以中韩两国为例，2010年上半年，中国人参价格尚未大幅上涨，我国人参的出口量为韩国高丽参的6倍，但出口额却只有韩国高丽参的70%，韩国高丽参出口价格为中国人参平均价格的9倍。

抚松县人参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德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韩国高丽参的价格曾一直落后于中国，但在文革时期慢慢实现了赶超，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高丽参价格将中国人参价格远远甩在身后。

孙元宝提起了曾令无数参农至今难以释怀的一段记忆。 1989年下半年，水参价格突然暴跌，成交价最低时不到20元/公斤，“当时赔得老惨了，很多老百姓贷款种参，一下子就可能倾家荡产了！ ”孙元宝说。

在此之前的1982年，孙元宝在包产到户时分到了几亩参地，高兴地搞起了人参种植，“那时人参价格还很高，本以为能挣不少钱。 ”孙元宝说，可很快，他便发现周边种植人参的越来越多，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1985年之后，人参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递增，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到了1989年下半年，这一矛盾终于集中爆发，水参价格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并从此一蹶不振。 中国人参价格在低位徘徊了整整20年。

抚松县人参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德富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包产到户前，人参种植掌握在国有参场手中，种植的计划性得到很好的遵守，但包产到户后，出现了盲目发展、无序种植的现象，导致市场供大于求，人参价格自然应声下降。 计划经济虽然成为过去式，但种植的计划性还是应该得到遵循。 ”

吉林省“每年新批参地面积控制在1000公顷”政策的出台，也正是针对人参盲目发展、无序种植的问题。

近年来，在国内水参价格逐年上涨的同时，中国人参出口价格也是水涨船高，2010年-2012年，我国人参出口价格从19880美元/吨猛涨到56990美元/吨，人参产业总产值也水涨船高，以吉林省为例，三年之间，其人参产业总产值从102亿元升至200多亿元，翻了将近一番，而根据吉林省人参产业战略规划，2015年参业产值将实现

400亿元，2020年实现1000亿元。

虽然限制新批林地面积的政策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国内人参价格仍不时地剧烈波动。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11年水参上市交易时，由于紫鑫药业被曝涉嫌造假，参农担心紫鑫药业不来收购，水参价格一度跌到76元/公斤，而在疑虑消除后，价格又蹿升到84元/公斤。

市场腹背受敌

企业难忍“小散乱”局面

长远来看，仅仅从规模上控制林地种参的做法存在很大局限性，其中很大的变数便是大田种参技术的日渐成熟和逐步推广。

与中国长白山人参种植需砍伐原始森林不同，韩国高丽参是种在大田里的，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林地种植的限制。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虽一直在攻关人参大田种植技术，但收效不甚理想。 不过仍有部分种植大户和人参企业实现了技术突破。

吉林省集安市种植大户朱桂林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钻研人参大田种植技术，并在2000年开始大面积种植，至今已发展大田种植人参1000亩，开始在自己所在的天源隆中药材合作社进行技术推广。

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很多人参企业更是加快了人参大田种植的进程。 2007年起益盛药业就开始了非林地栽参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公司已建立非林地人参种植基地2500亩，其于2007年种下的150亩人参也将于今年秋天上市。 紫鑫药业同样信心满怀，公司董事长曹恩辉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随着人参价格的提高，在人参大田

种植达到盈亏平衡点之后，公司也将考虑进军人参大田种植，“不得不说，人参的大田种植已是大势所趋。 ”曹恩辉表示。

但大田种植同样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大田种植人参能够推广开来，人参产业可能将再次面临“盲目发展、无序种植”的老问题、新难题，由于不受林地种植的限制，调控任务将更加沉重。

“除了从规模上对人参种植面积进行宏观调控外，还要从微观上进行结构调整，加强企业与参农的结合，同时大力发展人参合作社，提高参农组织化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农产品价格专家毛学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虽然中国人参出口价格与韩国人参出口价格的差距缩小了，但不得不说，人参定价权目前仍掌握在韩国手中，”毛学峰说，“要掌握人参的定价权，增加市场控制力，关键是要提高企业竞争力，人参产业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人参企业之间的竞争。 ”

在国际市场上，韩国高丽参一直是中国人参的强劲对手。韩国高丽参不但在价格上对中国人参价格实现了长期压制，其出口地区也与中国人参的出口地区高度重合。我国人参主要出口到亚洲地区，前四位出口市场为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而韩国人参出口同样以亚洲市场为主，前四位出口市场分别为中国香港、中

国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 在这些市场上，韩国高丽参以红参等产品牢牢占据高端市场，中国人参只能通过原料出口在低端市场上寻找生存空间。

有行业内人士指出，很长一段时间内，韩国人参产品的原料30%来自长白山人参，经过加工之后，一部分行销欧美，一部分则以10倍之多的价格返销中国。

而在频频失去国外市场的同时，中国人参在国内市场上也是步步倒退。 近年来，韩国高丽参的代表“正官庄”不断在中国攻城略地，由南及北，加紧布局中国市场。

1992年正官庄在香港开设代表处，香港被作为打开整个中国市场的“切入口”。 2007年正官庄开始在中国发力，针对粤、浙、沪在内的华南和华东市场展开了新一轮营销攻势。 2010年，其在北京的首家旗舰店在三里屯SOHO亮相。

与此同时，正官庄开始扎根中国人参主产区。 2011年其与吉林省人民政府在长春市签订《合作战略框架协议》，同时还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延吉市政府分别签订《人参事业协议》和《投资协议》。

“狼来了”，中国人参市场却仍旧一盘散沙，在正官庄的凌厉攻势下，中国人参企业缺少能站出来与正官庄抗衡者。 据统计，中国涉及人参的企业多达5000多家，总资产超过正官庄，但效益总和却不及正官庄的1/10。

中国人参产业“小、乱、散”问题突出，市场秩序混乱，企业间互相压价的行为时有发生，这成为中国人参“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的重要原因。 王德富在去韩国考察后发现，在韩国人参市场上，不同地区的人参价格虽然存在差异，但同一个人参市场上的人参价格基本统一。

中国人参产业缺乏上下游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国人参企业利润率的提升和企业竞争力的增强。

而在产业上游，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参农并非像传说般“赚了大钱”。“人参涨价了，成本也涨了，而且比人参价格涨得还要快。”孙元宝告诉记者，前年时人参种子一公斤还不到300块钱，现在一公斤则要800多块，参苗也从前年的80多块钱一公斤涨到了今年的300多块钱一公斤。参地价格的上涨更是成了参农不可承受之重，

其租赁价格从前年的20多万一公顷涨到了50多万一公顷。

在全国最大人参交易市场万良镇，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想象中摩肩接踵的街头却是冷冷清清，绝大多数店铺甚至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 一家店铺老板对记者表示，“现在人参价格上涨了，进货成本也相应提高了，利润率反而不如从前了。 ”

成本急剧提升成为人参价格大涨的原因之一，以红参为例，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显示，2010年以来国内红参价格经历了加速上扬的过程，2011年一度飙至250元/公斤的历史高位，较2010年年初上涨5倍。 近日康美药业决定从9月1日起上调旗下新开河人参产品（红参品类）出厂价35%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由于整个产业链缺乏上下游整合，一是无法实现成本的内部化，影响了利润率提升，二是增加了企业的市场风险。 ”毛学峰说，

与之相比，韩国人参种植50%以上为订单种植，生产企业和农户签订合同，既确保种植的有序和规范进行，又保证价格的稳定，还提高了整个产业链的利润率。 韩国政府同时将可种植人参土地纳入全国监测，利于统一管理。

在抚松县人参市场上也有少数企业会与参农签订合同，但记者发现，这种合同更多的是一种临时的收购合同，而不是种植合同，从而使这种合作模式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为此，2010年7月吉林省政府颁布《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振兴人参产业的意见》，要求加快制定出台培育人参龙头企业实施方案，用10年左右时间，打造10个集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产品科技含量高，竞争力强，年产值100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集团，全面提高龙头企业建设水平。 同时大力发展订单生产，5年内订单面积要达到

90％以上。 积极扶持和培育参业合作经济组织，到2020年参加参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参户要达到80％以上。

消费日益普及

附加值提高亟需引导

中国人参和韩国高丽参“同宗同源”，但在过去二十年中，韩国高丽参长期保持高价位，中国人参价格却持续低迷甚至不时卖出“萝卜价”，其重要原因便是中国人参附加值不高。 而参照韩国经验，要提高人参附加值，既要加强下游产业链延伸，也要提高上游人参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2年卫生部正式下文批准5年及5年以下人工种植的人参（园参）为新资源食品前，以人参为原料的食物甚至是违法的。

在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部分人参制品被允许作为食品在市场上销售，但2002年卫生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人参被列入《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中，被局限于保健品食用范围，凡是以人参为原料的制品不能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从此在我国市场上再也找不到以人参为原料的食品。

政策性限制无疑为人参产业发展套上了“紧箍咒”，也是造成我国人参价格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 人参二次加工开发严重不足使我国逐渐沦为很多国家的原料基地。 据统计，我国人参出口中，80%为原料人参，成为名符其实的“产量大国，产业小国”。

相比而言，韩国总人口4900万，每年人参消费量为2.5万吨，平均每人每天消费人参1.32g，其人均消费量是我国的20倍。据悉，韩国人参产品早已形成囊括成百上千个品种的系统体系，包括“红参系列、干参系列、曲参系列、人参精膏液系列、人参粉系列，等等。而在人参消费中，人参食品占90%以上，在韩国的商店、超市、餐厅、街面

的自动售货机里，有人参饮料、饼干、糖、茶等多种制品出售。

人参作为新资源食品获批，将有望从政策法规上为我国人参产业发展提供保证。 据了解，人参在“鲜参—初级品干参—人参提取液—终端产品”等不同加工环节，利润呈加速增加趋势，人参从初级品到深加工，价值能达到原来的10倍以上。

在巨大市场前景下，很多企业蓄势待发。 “在未来，公司人参食品的收入有望超过中成药的收入。 ”曹恩辉表示。 曹恩辉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公司四大募集项目有三个已接近完工，有望在今年释放产能。 8月份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加快审批步伐，紫鑫药业已有4个产品通过食品质量认证，公司寄予厚望的人参饮料也正在审批过

程中。

但由于国内长期把人参列在药材和保健品之列，食用人参的文化尚缺。 王德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韩国，几乎每个人每天都要食用人参，人参食用的文化已经深入到骨髓里。 ”反观中国，虽然人参食用已有4000年历史，但一直作为药材食用。 对此，曹恩辉在憧憬人参食品的广阔前景时也坦承地指出，“人参食品市场的培育

仍需时日。 ”

从吉林人参产业的结构来看，人参食品前景也不容乐观。 “企业小，没有能力发展深加工，企业多，竞争却不激烈，也缺乏发展深加工的动力。 ”毛学峰说。

在上游，人参质量则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国人参合作社虽然众多，但合作社质量偏低，人参种植仍然处于无序状态，在过去，人参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曾长期困扰中国人参产业。 相比之下，韩国大多数农户都按照订单要求种植高丽参，从整地、种植、管理到收获，人参公社都不间断地对农户进行监督和技术指导，而从种植

到最终产品成型要经过5次以上的农药残留检查，确保人参低农药、高品质。

王德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中国长白山人参是种在砍伐过的原始森林的腐殖质层里，其品质肯定要比种在大田里的高丽参好，甚至每年韩国都要从中国进口大量人参。 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人参出口价格却只有高丽参的十分之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参的国际声誉被对手给搞下去了。 ”

王德富据已故人参专家许忠祥介绍，上世纪70年代时，发现韩国商人把中国通过香港进行转口贸易的大箱包装的红参买去，挑出好的说是高丽人参，剩下不好的说是中国人参，然后买一斤高丽人参免费送一斤中国人参，“类似的手段极大影响了中国人参的国际声誉。”同样在这个时期，曾一直领先的中国长白山人参出口价格被

韩国的高丽参超越，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中国人参价格一落千丈，中国人参被韩国高丽参彻底甩在身后。

除了竞争对手的打压，更多的则是中国人参自身的原因。王德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他去韩国考察时发现，韩国人非常“尊重人参”，“在韩国的人参交易市场上，人参被整齐地摆放在箱子里，一看就是很值钱的东西。”而在万良人参交易市场上，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参农都是用农用三轮车把水参拉来，然后卸到地上，杂乱地

堆放在一起。 当地甚至有一种说法，指出1989年下半年人参价格之所以暴跌是因为国际客户到万良市场上一看，名贵的人参竟然跟杂草一般堆放在地上，于是不再愿意高价购买。

“不得不承认，在人参的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方面，韩国确实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做法，”王德富表示，“现在已经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了，好东西要卖出好价钱最怕的就是‘藏在深闺人未知’”。

韩国企业在政府的扶持下，通过学术活动和广告宣传，向世界不断传达高丽参的高端形象，还通过在中国举办围棋赛并邀请国际著名医药专家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人参学术研讨会”等，大力营造宗主国氛围。 人参甚至成为韩国的“国家象征”。

在品牌建设方面，韩国通过集中打造“正官庄”这一高端品牌，在世界各地不断开拓市场。 资料显示，正官庄年产值约20多亿美元，利润约2亿美元，2011年其对华出口额达到3600万美元，在华有各类专卖店近50家，并计划在2015年将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增加至1亿美元。

与之相比，中国人参品牌众多，仅吉林省就有30多个品牌，但却没有一个能与正官庄抗衡的品牌。 以2010年为例，当年正官庄实现收入12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5000家涉及人参的企业的效益总和还不足正官庄的1/10。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吉林省调研时发现，各人参产地缺乏对人参的一致认同感，抚松、集安、安图、敦化等地甚至互相贬低其他地区产出的人参。 王德富表示，“与韩国一致宣传‘高丽参’并主打‘正官庄’这一品牌相比，中国人参无论是自我认同还是品牌宣传都不统一，内部都不整合，还怎么一致对外？ ”

而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吉林省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全力打造“长白山人参”品牌，统一生产标准，从源头上确保产品质量，力争到2015年使“长白山人参”品牌产品占人参产品总量的60％以上。


